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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英：让英雄名字如青铜长久 

王友琴 

 

王佩英，1915-1970，河南省开封人，北京铁道设计院幼儿园保育员。文革前她批评毛泽

东的方针政策并要求退出共产党，1965 年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文革中精神病院把她送

回工作单位关押。1968 年她在食堂呼喊“打倒毛泽东”，被逮捕。1970 年 1 月 27 日，

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王佩英是文革受难者，也是文革中的反抗英雄。回看历史，文革中前一种人非常非常多，

后一种人非常非常少。这一特征是和文革的残酷性紧密相关的。残酷的迫害导致了千万人

的死亡，而反抗者刚刚站出来还未为人所知就已经被击倒杀害。 

1970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写了“照办”两个字，正式发出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 号。全国性的 “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由此

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是文革的迫害高潮之一。其重要特点是由当时在军队管制下的公

安机关来进行逮捕、判处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和之前由所谓“革命群众组织”进行迫害和

杀害有所不同。  

王佩英在 1968 年已经被抓进公安机关，1970 年 1 月 27 日，她在北京当时最大的聚会场

所工人体育场（可容纳近十万人）受到“公审”，随即被宣判死刑并且“立即执行”。她

和同时被宣判的人成为“打击反革命”运动在北京的第一批受难者。之后，北京市还继续

枪毙了几批“反革命犯”。 

一名年轻人在北京旧书市场上买到一份资料，提供给笔者。这是在判处死刑以前，发放到

北京每个工作单位组织“群众讨论”的资料。这种在“判决”前组织的所谓“群众讨

论”，实际上是强迫群众接受对这些“现行反革命犯” 处以死刑。这份资料上关于王佩

英的段落如下： 

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五十四岁，河南省人，系地主分子，铁道部铁路专业设

计院勤杂工。 

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

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机关食堂等公共场所，

并多次当中呼喊反动口号，极其恶毒地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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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王犯在押期间仍坚持与人民为敌，疯狂地咒骂我党，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

点。 

 把王佩英判处了死刑的，就是这些“反革命活动”。 

 

和文革时期的其他判决书一样，王佩英的“反革命标语”和“反动诗词”是什么内容，她

怎么“极其恶毒地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不告诉普通群众

的。这种内容当时被称为“防扩散材料”，其实是怕人们发生共鸣。普通群众只能附和帮

腔:“枪毙枪毙”，“同意同意”。 

和文革前的判决书不同，在文革前死刑判决上写有不服判决可以在某个日期内向最高法院

申诉。文革中最高法院停止工作，在“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的文件中明文宣布了宣判死

刑后“立即执行”的新政策。王佩英在宣判的当天就被枪杀。 

一位父亲在文革中受难的教师给了我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张大中的电话号码。 我和张大

中先生联络。张大中给我讲了他母亲的故事。  

我的母亲王佩英，生前在铁道部设计院幼儿园工作。我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是流亡

学生，在开封认识了我母亲并结婚。母亲是当地一个富裕商人的独生女儿，在开封

“静宜”女子中学毕业。这是一个天主教会学校。（注：这个学校由美国修女创

立，1948 年创始人去台湾继续办学。现在台湾有同名的“静宜”大学，英文名字

是 Providence University。）父亲在抗战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带着母亲先到郑

州再到北京，在铁道部当科长。1960 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七个孩子过活。

从 1963 年开始母亲写一些东西，批评毛泽东。1965 年她要求退党。工作单位把她

送进了精神病院。 

父亲去世后，按照规定补助了一年工资。母亲的工资是每月 50 元。她带着 7个孩

子，确实很难，有时候会心情不好。但她平常是正常的。她和家人谈论社会上的一

些问题，都是正常的。 我也看过母亲写的诗。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打油诗”。不

能说那些诗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诗，但意思是通顺的，逻辑也不混乱。  

1965 年， 我每个星期天去安定医院（注：北京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在回龙观的病

房探视。母亲还经常写。她说她光明磊落。她寄出去，寄给党中央。她表达了她的

不满。 我那时候不太懂，只是觉得恐惧，还觉得不光彩。 

在医院里，有一次，她说让我们兄弟姐妹去照一张照片，“让我看着你们”。我们

就一起去照了相。还有一次，也是在医院里，她跟我说：“儿子，我罪很重，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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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连累你们。” 我当时没有当回事，只跟她说，您别说这些，好好养病。那时

候我上中学。 

文革中，康生（注：职位最高时是中国第四号人物）有一个专门对精神病人的批

示，说对“精神病人要具体分析”，意思是精神病人中有反革命。1968 年，安定

医院把母亲赶了出来，宣称她没有精神病。他们要母亲工作单位把她领回去。单位

里把她关进“牛棚”（注：文革中，在各个工作单位都设立了监狱，专门关押那个

单位里的“牛鬼蛇神”-- 毛泽东用这样一个指意不明的词来称呼文革的打击对象。

这种特别的监狱后来因此被称为“牛棚”--这个词的本意是乡村里真的牛过夜的地

方。）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文革后，我走访了和母亲一起关“牛棚”的人。一位俄文翻译，两位老干部，和我

母亲在一个屋子里关过三个多月。她们讲了她被抓走那天喊了什么，被打成什么样

子。她们也说到“牛棚”里的一些细节。她们说，在那里每天干“造反派”派给的

活儿，我母亲干得麻利、专注。清理炉渣，她把没烧透的煤核都拣出来再烧。倒腾

大白菜，她把白菜码得平平整整，还找来长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

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那时候她们的工资都被扣，只发很少一点钱，而

且在食堂吃饭不许买肉菜只许买素菜。可是我母亲为了省钱，连素菜都没有买过，

天天窝头咸菜。她告诉她们她想念家里的孩子们，特别想念我小妹妹，也是我家唯

一的女孩儿。她们说我妈妈是个神志健全、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们说，我母亲在“牛棚”里写了一些小纸条，出去劳动的时候散发了。“造反

派”发现后，闯进“牛棚”就把她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毒打完又逼她“交代反革

命罪行”。但是她一声不吭。 她们劝她别写了，那没有用。她说，我和你们不一

样。你们会出去。（意思是我不会出去了。）她们说，我母亲是“宁死不屈”。 

1968 年 10 月 1 日,“牛鬼蛇神”被押到食堂。饭堂里人很多。我母亲站到人前，

大声地说出：“打倒毛泽东”。一帮“革命群众”涌过来，把母亲打得昏死过去，

又送公安局。此后没有任何手续，在公安局关了一年四个月。 

1970 年初，我哥哥的单位在北京修地铁，说单位里讨论反革命名单，有她。 那时

候把这种材料发到每个单位“教育”大家，老百姓有多大怨言也不敢说。我妈妈 1

月 27 日判决，立即执行。我那天晚上 6点才知道。在马路边上，听到参加了会的

人们议论：工人体育场……公审大会……死刑…。街道委员会把死刑判决书贴在我

们院里，白纸黑字，上面还有红勾勾。 

三个月后，有个人到家里来，说是法院军管会派来的，拿了一张纸，要签字。我哥

哥签了字。他说了没几句话就走了。印象里这个人穿戴不太整齐，随随便便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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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的那张纸给我们看了，没有留下副本。是不是判决书？没有给家人送过判决

书。那是一份表格似的东西。 

1977 年，我为母亲申诉。母亲说的那些话，写的那些东西，确凿无疑。她“攻击

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真的，喊口号也是真的，“打倒毛泽东”也是真的。但是她曾

经被送进过精神病院也是确实的。后来就以“精神病不能承担刑事责任”为理由，

1980 年给我母亲平了反。 

张大中母亲的生和死，透过几十分钟的讲述，用以上近两千字写了下来。 尽管我已经听

到和写下了上千受难者的悲惨故事，依然感到透不过气来的压抑和难过。我不知道说别的

什么才好，只是告诉张大中：我这里有你母亲的材料。 

在那份从旧书摊子找到的材料上，印有 20 名“现行反革命”的“罪状”。 王佩英的编号

是十一。她确实写过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诗和文章，但材料中说她散发了一千六百份“反

动”传单，这数量显然被夸大。然而即使在这个已经大大夸张事实的判词里，书写“反

动”文字也只是她唯一的“罪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在中国古代，只有杀人和谋反

才判死刑。二者都非王佩英的罪状。在斯大林 1930 年代的“肃反”中，几百万人被送去

“劳改营”，他们的“判决书”上写着“根据法律第 58 条第一或者第二或者第三……

款”作出判决。“打击反革命”运动中判决死刑却不援引任何法律条文。至于惩罚标准，

在纳粹德国，集中营的规章说：任何人在书信或别的文件中诋毁国家社会主义党或者政府

元首者，禁闭两星期和鞭打 25 下。1  文革的严厉和残酷是空前的。 

在法律程序方面（在法律上“程序”是特别重要的），对王佩英根本没有开庭审理，哪怕

是装样子的审理都没有过。她被判处死刑，不能上诉。而上诉的权利在中国古代是有的。

她被处死，家人没有得到通知也不能去告别，她也不能留下遗言。而在中国古代，正史上

记载，秦朝的李斯在刑场上怀念带黄狗打猎的好日子。历史小说中华佗医生把他的著作托

付给了狱卒。戏剧中有窦娥在被处死前宣称上天将六月降雪以证明她蒙冤。在张大中的母

亲案里，这些权利全都没有。 “打击反革命”运动在中央文件的统一指导下在全国进

行。因言论可以判处死刑，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不

通知家属，不发给家属判决书，北京上海全国都一样。这个“文化大革命”如此彻底，不

但把几千年来死刑的定罪标准改变了，还把死刑的判决程序改变了，并且把死刑的执行方

式也改了。 

王佩英是一个幼儿园的保育员，也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人，这本来是每个人生来

应有的权利。然而，在不准批评权力当局不准批评最高统治者的年代，一个有不同声音的

人就成了“精神病”人；在法制不存、暴力肆虐、迫害横行的文革中，死刑更进一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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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持有不同声音者的最“方便”和彻底的“解决”方式；即使在文革被否定之后，也只能

以“精神病”为理由得到平反，而不是明晰宣布：要有言论自由，不能以言论治罪。 

实际上，今天我们连她的言论都无从得知。除了“平反书”和判词，看不到关于她的档案

资料，也看不到她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的诗文。这场革命的后果是如此干净彻底，后世人

既不知道受难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遭遇，更不知道他们的思想。    

我没有真的见到过像张大中的母亲这样勇敢而坚定的人，也不能确定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可

能起到什么作用。我和我的母亲讨论了张大中的母亲。我的母亲则很肯定地说：文革时

期，无数人受到迫害，已经是非常恐怖，而且，听不到任何人敢对文革做任何道德上的法

理上的哪怕是很小的批评，更是令人在心理上绝望。假使那时候她能听到张大中母亲的声

音，一定会是极大的精神上的支撑和指引。 大多数人或者不能思考或者沉默屈服。但张

大中的母亲是不一样的。她超越常人，是一位英雄。   

王佩英得到“平反”后，法院付给她的家人三千元钱，她的工作单位又付了四千元，合在

一起，给了她的七个孩子每人一千元。（当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不到一百元。）然而，文

革后的当局从来不肯明确承认那是对错判死刑的赔偿。张大中用他得到的一千元钱开了一

个电器小作坊，一步步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家。  

在电话上，张大中先生说到，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位手脚被捆绑的青年英雄

受难的青铜像，顿时禁不住泪流满面，因为这让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但是他不知道这名英

雄是谁。 

我在芝加哥街头找到了这座铜像。这是 Nathan Hale，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他牺牲的

时候，只有 21 岁。在青铜像的底座上铸有他的名言：我遗憾我只有一个生命可以奉献。 

人们给英雄铸造青铜像，希望英雄的名字和精神会流传人间如青铜般长久。希望有一天能

为王佩英也铸造一座青铜像。但是，在此以前，也还能做和铸造青铜像一样富有意义的其

他事情，这就是阐明真相和坚持正义。张大中先生自任导演为他的母亲拍摄了一部纪录

片，片名为《我的母亲王佩应》。此外，一个不那么广泛而直接诉诸于人们的视听的工作

成果，是他在得到母亲的第一次平反判决书后继续上诉，在 2011 年为王佩英取得了第二

次平反判决书。 

这份第二次平反判决书引用了 1970 年的死刑判决和 1980 年的第一次平反，然后从诉讼法

方面对这次审判作了说明。第二次判决书的结论是八个字：被告人王佩英无罪。 

简短，明确。只是宣告“无罪”:对一名批评毛泽东的政策和文革的人，对一名当众呼喊

“打倒毛泽东”的人，宣告无罪。至于王佩英是否有精神病？王佩英是否确实呼喊了“打

倒毛泽东”的口号？王佩英所写的关于 1960 年前后的经济政策以及关于文革的传单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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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否正确？这些法院都不予置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都与“有罪”还是“无罪”不

相干。不相干的事情就不必予以论述和判决。 

如果一个人被控告杀了人或者伤了人，而被告可以证实有精神病，那么被告可以被判决不

负刑事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是否有精神病的辩论才是必要的。如果被告的“罪

状”是别人都穿黑的蓝的衣服的时候，他/她却穿了一件色泽鲜艳明亮的衣服，法庭当然

不需要过问是否精神病人，就应该判决无罪。 

如果一个人被控告偷了东西，那么法庭需要看是否有证据。如果一个人被控告的只是在公

园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并唱了歌，法庭当然不必过问被告是否去了公园和唱了几首歌，就

应该判决无罪。 

王佩英的第二次平反判决书的重要性在于，法庭认为王佩英的“反动传单”或者“反动口

号”与“有罪”“无罪”不相关，不需要像她的第一次平反判决书那样用特殊原因即精神

病来为她辩护开脱，也不需要进行事实核对。实际上，这不但是一个案件的结论的改变，

而且也是定罪标准的修改。从司法的角度看，这是重大的区别。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重

要的改变。从现实的角度看，司法判决书的力量不但在于有执法力量将其转换成实际行

动，而且司法判决也不仅针对个别案子而且关系到所有同类的案例，因为在理论上说，法

律应该对一切人平等适用。希望如此。如果王佩英的第二次平反判决书会对其他案例发生

影响，那么，这是参与这一判决书形成的人们的贡献，也是王佩英的牺牲带给当下的中国

人的宝贵礼物。我们都应该感激她。 

 

1 见《第三帝国的兴亡》英文原版 272 页。此书有中文版，董乐山翻译。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by William L. Shirer. 

                                                           


